
卢沟桥事变后张自忠留平事件考
——兼与李惠兰先生商榷

肖　今

卢沟桥事变后期, 第二十九军作战失利后, 宋哲元率部撤离北

平,而张自忠则奉宋哲元之命, 以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

平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市长之名留守北平, 以后才撤走。“逼宫

说”是指这样一种说法:宋哲元所以撤离北平,是受张自忠的逼迫,

而张自忠所以如此做又是出于个人野心以及同日军的默契。

笔者以为,“逼宫说”不过是捕风捉影, 并无事实根据。宋哲元、

张自忠两位将军当时就对事实经过有过明白的说明。张自忠将军

殉国后,中共领袖周恩来在追念文章中使用了“忍辱待时”4个字。

与张自忠留平事件后的各种非议相对照,这 4个字准确而公允。

张自忠留平的史实,本来已经很清楚了。不料在半个世纪后,

却有人把它作为历史“公案”, 提出“逼宫说”来。1997年出版的李

惠兰教授和明道广博士主编的《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一书(以下

简称李书)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在书中不惜以大量篇幅, 不知多少

次地反复指责张自忠七七事变后如何在日本人授意下,“逼”走宋

哲元,甚至指责张自忠迎合日本侵略者,将留守北平的中国军队缴

械等等。另人感到吃惊的是,编者还宣称这些都是有“真凭实据”

的。� 事实是否如其所说? 可作如下考证。

“逼宫说”能否成立,首先要考察一个根本的前提,即宋哲元为

什么要在当时匆匆忙忙地离开北平?这个关键问题弄清楚了, 其他

也就不辩自明,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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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查阅史料, 看到了台湾早已公布的《总统府机要档案》中

的如下两则电文。这两份电文都发出于 1937年 7月28日,也就是

李书中多次描绘的所谓“逼宫”之日。一份是蒋介石致宋哲元电,全

文是:“宋主任明轩兄: 希速离北平,到保定指挥。勿误,如何? 盼立

复。中正手命。”� 一份是蒋介石致秦德纯(时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

兼北平市市长)并转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刘健群等人的电令,全

文是:“秦市长勋鉴:并转健群、卓超兄:接此电时,如平保线尚有汽

车路或小道可通,不论如何,应即硬拉宋主任离平到保, 此非然为

一身安危计, 乃为全国与全军对倭作战之效用计也。望以此意转告

明轩主任,对中命令更应服从毋违为要。近情盼时时详告。中正手

启。”�

从以上两则电文可以看出, 要宋哲元“速离北平”的不是别人,

而是蒋介石。蒋介石还要刘健群、戈定远(即电报中所说的“卓超”,

时任第二十九军驻京办事处处长)“应即硬拉宋主任离北平到保”。

“硬拉”大概就是“逼”的意思吧!可见,如果非说宋哲元是被“逼”离

开北平的不可,那么 “逼”宋哲元的并不是张自忠, 而是蒋介石。

台湾公布的《总统府机要档案》中还有两件应该注意的原始文

献。一件是宋哲元撤离北平的第二天( 7月 29日)致电各军政部

门,说明情由的电报,全文是:“分送各省市、各绥靖、各总司令、总

指挥、各军师长、各院部会钧鉴: 哲元奉令移保, 所有北平军政事宜

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特电奉闻。” 另一件是张自忠在当年

10月 9日写给南京中央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作了这样的陈述:“窃

自忠于七月二十八日奉宋委员长命令留守北平, 代理冀察军政事

宜,奉命之下,诚恐材具弗胜,一再坚辞,经宋委员长责以大义,不

得已泣涕受命,允为维持十日, 由宋委员长自保率队来平接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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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北平危急。”这个报告是由宋哲元转报蒋介石, 并且在转报时作

了明白的表示:“职对其平日之为人, 知之甚切, 决不至如外间之所

传,以负国家数十年培养之厚也。”� 由此可见, 对张自忠留平问题

的解释,宋、张二人口径一致。

与上述原始档案资料相对照,笔者仔细地阅读了两位主编撰

写的长文后, 却没有找到一条可以称为第一手资料的“真凭实据”。

但作者却如身临其境地这样描写: 1937年 7月 28日,当宋哲元召

集将领开会研究防守北平问题时,“张自忠突然闯入。他提出: 如果

宋离开北平, 和平解决就有希望。宋闻之脸色煞白, 但考虑大敌当

前,为避免兄弟阋墙,就手书了三个‘代理’的手令,当晚与秦德纯

悄然离平。”� 为了烘托气氛,作者甚至煞有甚事地写道:“张的要

求非常坚决,甚至掏出手枪,威胁宋尽快离开北平。” 然而,尽管

这样的描写显得细节十分“生动”,我们没有找到作者举出什么“真

凭实据”来。

出席 7月 28日北平进德社会议的(即李先生所言发生“逼宫”

的会议) ,除宋、张(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

两位都已有过明白的陈述外,还有秦德纯(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

平市长)、冯治安(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军师师长)、张维藩(第二十九

军参谋长) 3人。这 3人中, 仅见秦德纯留有文字,记载了当天会议

的情况。《秦德纯回忆录》写道: “宋将军即同我们商量尔后的行动

方针,决定了两个方案: (一)留四个团防守北平,由作者(秦德纯)

负责指挥。(二)留张自忠师长率所部在平津与日人周旋,宋将军、

冯师长同作者到永定河南岸布防。正在研究采取何一方案尚未决

定时,适奉蒋委员长电令,命宋将军移驻保定,坐镇指挥。宋将军遂

决定将平津防务、政务交张自忠负责, 而于廿八日晚九时, 率同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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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赴保定。”� 他的记述, 同已公布的总统府机要档案是一致的:

张留守北平, 是宋的命令,而非“逼宫”。真正使宋下决心撤离北平

的是蒋介石的命令。

从以上可知, 原始文献和亲历者口碑不能证实李先生的观点。

那么她的所谓“真凭实据”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就是李书中收录

的那 5篇原二十九军将领的回忆吧。然而, 他们中却没有一人直接

参加决定张自忠留平的会议,所说都是传闻,其可靠性与权威性自

然无法与原始文献和亲历者口碑相比。这 5篇回忆文章中有两篇

是戈定远所作,此人正是蒋介石致秦德纯电中提到的要他和刘健

群一起“硬拉宋主任离平到保”的卓超。据刘健群回忆录《银河忆

往》记载,撤离北平时, 戈定远和刘同行,而戈定远的两篇回忆中却

只字不提蒋介石的电报,也不提他和刘健群一起于七七事变后,受

蒋介石之命自南京飞赴北平劝说宋哲元撤至保定的使命。� 这就

不免使人纳闷了。此外,还有萧振瀛、张克侠和李世军的回忆。萧

曾任二十九军总参议, 长期同张自忠不和。戈定远的回忆中也曾提

到:“至于萧振瀛,则由于张自忠的反对,逼得离开华北, 到国外去

游历。萧的天津市长,由张自忠接任。” 宋哲元撤离北平时, 萧正

远在海外。! 由此可见,萧的回忆可信度也不高。李世军曾任二十

九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当时也不在北平。他对“逼宫”的描写,更

是道听途说。至于张克侠(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 ,当时也不在场,

他在回忆中写道: “宋知道我是力主作战的,所以没通知我参加”会

议。叙述完听说的“逼宫”会议内容后,张又写道:“那天散会后,冯

治安还骗我说庆祝会可以开,闭口不提当夜撤退的决定”。“不料,

当我夜里回到怀仁堂时,张自忠用电话把我叫去,告诉我, 宋哲元

和部队已从西面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要我通知军部及从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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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进城内的人员急速出城追部队,明天清晨日军就要进城,来不及

走就快换便衣藏起来。”� 如果按李先生的意思,张自忠留平是私

心所使,那又为何要告诉主战的张克侠急速转移,而另一位主战的

冯治安却要骗张克侠呢?

李先生另一个“真凭实据”,是何基沣、戈定远等人合写的《七

七事变纪实》。该文发表于 60年代,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作者叙

史是否有意或无意地表露出主观倾向,笔者不敢妄说。但可以考证

的是,早在 1948年出版的《张上将自忠纪念集》中,何基沣、张克侠

对于张自忠留平一事却有另外的说法。何基沣写道: “迨七七变起,

大军西进,我先总座张公奉命独膺巨艰,只身留平,以担当保全华

北门户之重任。”� 张克侠则写道:“廿六年宋故上将退出北平,军

部初无所知, 当夜奉公(指张自忠)召往其寓所, 始悉撤退事,并谓

奉命维持现状,继续折冲,冀挽救战祸于万一。” 两人不约而同地

都用了“奉命”一词,这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李书所说张自忠留平后,下令二十九军留守部队缴械投

降!,破坏宋哲元部署驻天津的三十八师向敌进攻计划∀ , 同样是

无稽之谈。我们不妨再看看日本的资料。今井武夫直接参与了七

七事变后的中日交涉。关于张自忠留平一事,《今井武夫回忆录》一

书明确记载: “宋哲元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长职务, 暂留在

北平, 自己率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等于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出西

直门,逃往保定。”#按常理说,要是张自忠受日人挑拨蓄意逼走宋

哲元, 事先必定同日方有所接洽或默契;然而从今井的记述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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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的留平同日方毫无关系,纯然是二十九军和冀察当局内部

的安排。张自忠留平的第二天,今井武夫就出面邀请北洋遗老江朝

宗等一批汉奸,着手组织傀儡政权。今井写道:“这时受宋哲元之命

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而留驻北平的张自忠, 名义上仍

然负责市政工作, 因此还有相当的潜在影响力, 江朝宗为此总是摇

摆不定,考虑进退问题。为此,日本方面为从速安定时局起见, 迫切

希望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 读了这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日本

军方当时对张自忠是什么态度。

随同张自忠留守北平的有二十九军两个独立派。当时独立三

十九旅旅长阮玄武确曾于7月 30日投靠日本。当年负责联络此事

的今井武夫回忆道:“冀北保安总司令石友三指挥下留驻在北苑兵

营的驻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派参谋长张禄卿为代表, 到陆军

武官室来,保证他的部队对日本军绝无抗战意图。交涉结果, 他们

主动提出要自行解除武装。”� 今井在回忆中却没有只字提到张自

忠参与其事;而阮玄武本人晚年在《抗日名将张自忠》一书中回忆

这段经历时曾写道: 7月 28 日傍晚, 张自忠打电话给他, 并令他

“转告石友三按照冯治安的指示,随同三十七师行动”。 而当张自

忠得知阮玄武降日后, 立即紧急召见独立第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

命令他们赶紧突围。石振纲在突围过程中同部队失去联络。该旅

原有 4000余人,有 3000余人在团长刘汝珍率领下顺利突围。这以

后刘升任二十七旅旅长。他在纪念这件事二周年时口述的《北平突

围血腥录》一文中曾说道: “7月 28日,宋公明轩奉令离平, 视师保

定,张公荩忱, 忍辱负重,留平折冲。”! 这两位当事人都没有说到

张自忠下令向日军缴械的事,且刘汝珍的文章还收录在李书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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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李、明两个主编所谓的“真凭实据”何在。

当然,无庸讳言,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张自忠等曾一度对日军

抱有幻想,希望能够通过谈判, 同侵略者就地解决事变, 以保守第

二十九军的地盘。正是在这种强烈愿望的支配下,宋哲元才作出留

人同日军斡旋的安排, 希冀由此带来奇迹。宋哲元之所以留下张自

忠而不是他人,也由于张原有“稳健派”之名,比二十九军其他将领

更易于同日方打交道。张自忠正是本着临危受命,“为长官担过”

(冯玉祥语)的念头留守北平的。事实证明, 宋哲元的这一安排并不

能造成任何使他重返平津的机会, 结果只能是使张自忠一时成为

众矢之的,蒙受不白之冤。值得庆幸的是,关于张自忠留平,宋哲元

在事后作了公开的解释,并主动承担了责任。直接参与此事的见证

人,也留下了文字材料。见诸档案文献的原始史料, 已经澄清了史

实。如果直至今日, 仍然坚持曾因误解而强加给张自忠的那些非

议,这大概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另外, 毫无事实依据的“逼宫说”,不仅使张自忠蒙冤受辱,同

时也有损于宋哲元的形象。宋将军生长于孔孟故地, 自幼深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熏陶,讲义气,重名节, 秉性刚毅, 为人忠诚, 对于礼义

廉耻看得很重。在他面对外患时,表现的是“宁为战死鬼, 不做亡国

奴”的英雄气慨,又怎会象李书所言, 如此软弱, 被张“逼”走,事后

又对“叛逆”的部下如此优礼相待呢? 宋哲元后来升任第一集团军

总司令,由三十八师扩编的五十九军军长一职, 宋哲元始终未派他

人,虚位以待张自忠的归来。这足以说明, 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

宋、张荣辱与共,两人并无蒂结。

李书中还强调卢沟桥事变期间有所谓民间盛传的“三十七师

打,三十八师看”的流言。这里的言外之意是明显的。然而,事实却

恰恰与这种流言相反。七七事变后,首先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是

驻守卢沟桥的冯治安第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这是一个值

得大书一笔的历史功绩。而从七月下旬起, 日军增兵后爆发的几次

大战, 包括廊坊、南苑和天津之战, 二十九军参战部队除南苑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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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赵登禹所率一三二师和张自忠的三十八师一部为主力外,其他

两次战斗,都由三十八师为主力。当时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

司在其所著《中日战争回顾录搞要》一书中曾写道:“由于第二十九

军的配置上, 我方不得不决定先打击第三十八师、第一三二师,以

后攻击第三十七师。结果, 使一三二师溃灭,而第三十七师则不伤

而退。”� 如果按照李书所说, 日军企图利用张自忠来分裂二十九

军,而张自忠又约束部下抵抗,日军“决定先打击第三十八师”而使

主战的第三十七师“不伤而退”, 那么无论第二十九军的配置如何,

都是不合逻辑的。

“逼宫说”的谬误, 还表现在论证方法上的逻辑混乱。如在李书

中,为了论证同一个观点,两位主编的论据却发生了矛盾。李惠兰

先生在该书中所附的《研究抗日战争史中对几份史料的考证》一文

中宣称: 宋哲元于 7月 29 日签署的《二十九军作战命令》的文献,

“我认为是伪造的,现揭穿之”。� 然而就在同一本书中,另一位主

编明道广博士则写道: 张自忠附逆后,勾结日军,“发一电报给天津

的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 要他停止执行原订的二十九军作战计

划。原计划是由三十八师于 29日凌晨攻打海光寺日军司令部、飞

机场和车站各处”。 被一位主编痛斥为“伪造和篡改”的命令,却

被另一位主编引为依据,出现在同一本书里。以这样混乱的逻辑论

证出来的观点,怎么能够使人信服? 又怎么能够“把历史的研究工

作科学地、健康地推向前进”呢?!

(作者肖今, 1967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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